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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工作时间制约了劳动力家务和闲暇的时间配置，市场工作报酬通过议价能力决定了劳动者在

家庭内部的分工地位。相比于农村家庭，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在性别分工上更为平等，一方

面是因为城市劳动力的市场工作时间和劳动休假制度更加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村家庭内部具有更

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因此，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城乡劳动力福利均等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妇女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场工作机会、缩小男女性别工资差距，是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分

工平等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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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动者活动类型的不同，可将时间要素分为市场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三种类型 （Ｇｒｏ－
ｎａｕ，１９８０）。劳动者可将时间配置于市场工作以获取工资性报酬，配置于家务劳动把市场商品加工成
可直接使用的消费品，也可用于闲暇活动获得效用并恢复工作能力。在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
下，收入构成货币预算约束，而可支配时间则构成时间约束，特别是在消费者理论中，时间甚至被认
为是比收入更紧的一个约束条件 （Ａｌｅｎｅｚ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ｎ，２００４）。因此，劳动者对时间要素的配置决
策，关系到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影响到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福利。

劳动者可支配时间总量的硬约束，决定了市场工作、家务劳动与闲暇之间必然存在两两相互影响
的关系 （魏永明，２００３），理性经济人的最优配置决策是从所有时间的利用中产生的边际效用都相等，

特别是在参与市场工作的前提下，工资率必等于时间的影子价格 （Ｇｒｏｎａｕ，１９８０；贝克尔，２０１０）。

但这里隐含了一个假定，即这三种时间类型均是连续、无限可分并可完全相互替代的，这显然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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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相差甚远，尤其是市场工作在劳动纪律、受监督程度等方面均要比家务劳动和闲暇严格得多，不
仅如此，劳动者从市场工作中所取得的报酬高低也会影响到本人在家庭内部的分工角色，因此，不论
是从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来看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６），还是从分工谈判的博弈角度来看 （Ｍａ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０；ＭｃＥｌｒｏｙ　ａｎｄ　Ｈｏｒｎｅｙ，１９８１；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ｋ，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Ｒａｖｉ　ａｎｄ　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４），市场工作对劳动力其他活动时间的配置决策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职业类型和待遇等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差

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劳动者的时间要素配置决策。本文探讨市场工作在劳动者时间配置决策中的作用
机制，强调城乡劳动力基于市场工作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从而为解读城乡差别、性别分工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一、市场工作影响劳动力时间要素配置决策的理论分析

市场工作影响劳动力时间要素配置决策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时间约束和家庭内部分工两个
方面：

（一）市场工作时间对劳动力家务和闲暇时间配置的约束
劳动者决策是否可分，也即在进行时间配置决策时，生产决策 （市场工作和家庭内部生产）与消

费决策能否分开考虑，目前尚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Ｐｉｔ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１９８６）利用印度尼西亚的
家庭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农场的劳动力需求，家庭成员的疾病对农场利润
也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家庭决策不能拒绝可分性假设；然而Ｌｏｐｅｚ（１９８４）对加拿大农户劳动偏好
的研究却表明，农户对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偏好是不相同的，因此拒绝了可分性假设。其他学者
的研究 （ＤｅＪａｎｖｒｙ、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　ａｎｄ　Ｓａｄｏｕｌｅｔ，１９９１；Ｊａｃｏｂｙ，１９９２；Ｓｋｏｕｆｉａｓ，１９９４；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则表明，家庭决策的可分性与否依赖于外部条件，比如是否存在商品市场、市场竞争程
度如何以及商品的同质性程度大小等。
尽管如此，在时间配置中首先将市场工作时间分离出来至少在理论分析上是合理的，因为：一方

面通过市场工作取得足够的收入是维系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根本，市场工资率也是劳动者
决定从事家务劳动或寻求社会化替代的决策依据 （当然还取决于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
相比于家务劳动和闲暇，市场工作显然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和受监督力度 （特别是制约于劳动纪律、劳
动力市场竞争等），而家务劳动毕竟是在做完其他重要的工作之后所进行的，闲暇作为经济奢侈品尤
其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则更具有调节的弹性。市场工资率与劳动者市场工作时间的选择，见
图１：

图１　市场工作时间与工资率

图１中ｗ为工资率，ｔ为时间劳动者时间总量 （如一天２４小时），Ａ、Ｂ、Ｃ为劳动者市场劳动供
给曲线，Ａ曲线表示具有完全弹性的市场劳动供给，Ｂ表示完全无弹性的市场劳动供给，Ｃ则表示劳

０１５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４２卷



动者在面临生存约束前提下特别是劳动者在Ｅ点的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之和）不足以
满足劳动者或其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支出需求，市场工作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郭继强，２００５）。

劳动者市场工作时间配置的决策，一方面取决于其所从事工作的行业和职业类型，劳动纪律约束与受
监督程度的差异，决定了灵活调节的可能性和空间范围；另一方面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市场工作的收
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对比将随着劳动者收入水平及个人或家庭偏好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在面临生
存约束的极端条件下，劳动者甚至可能按曲线Ｃ方式供给市场劳动。
因此，劳动者在进行时间要素配置决策时，应当将市场工作时间从总时间中分离出来，通过市场

工资性报酬维持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种市场工作时间的配置还取决于市场工作的
类型、收入及劳动者的偏好等。在扣除市场工作时间的非市场工作时间部分，也就是家务时间和闲暇
的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市场工作的劳动强度、时间长度和灵活性制约和两者之间相互替代、制约之
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取决于家庭成员间的分工和协作。

（二）市场工作报酬决定了劳动力在家庭内部的分工地位
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分工与合作机制，较早的理论研究有基于共同偏好假定的 “一致同意”模型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６）和 “利他主义”模型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１９８１），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却遇
到了来自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强烈的挑战和质疑。一方面在理论上，单一效用模型被认为缺乏细致的微
观基础，违反了西方经济学个体决策的原则，另一方面在经验研究上，联合限制和斯拉斯基限制被很
多实证结果所拒绝。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深入，目前在模拟家庭内部决策方面，博弈论 （包括合作
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已经替代传统理论成为主导的分析方法，并且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夫妻共同建立家庭 （以一个夫妻两人家庭为例）以后，各项资源包括时间资

源配置的个人决策被夫妻联合决策所取代，家庭联合生产决策及其所产生的收益分配必然取决于个人
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是所谓的议价能力的相对大小。这种个人议价能力的基础正是个人的保留效
用。在家庭内部尽管影响夫妻个人议价能力的因素众多，比如社会或外部的支持、社会规范和社会制
度、贡献与需求的观念等等，但个人的获利能力或经济资产是决定其议价能力的基础 （Ａｇａｒｗａｌ，

１９９７），而获利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个人在市场工作中所取得的报酬①，大部分经济资产也来源于
此，因此市场工作报酬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个人议价能力的大小，从而奠定了劳动者在家庭内部的分
工地位。

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因其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而通常被定义为 “低档品”或
“劣质品”，闲暇带来正效用则是典型的 “奢侈品”，或者至少应该是 “正常品”。劳动力从事市场工作
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工资性收入，但与此同时给劳动者本人产生的是 “负效用”，而家务劳动也完全不
同于体育锻炼，因为家庭劳动往往需要身体保持一定的体位或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姿势，重复做单一的
活动，根据生物学 “用进废退”的规律，将导致身体某些器官的不平衡发展，甚至造成身体患上多种
慢性疾病。这也就决定了劳动者从事市场工作和家务劳动的福利效应必然与享受闲暇具有实质性的差
别，因而在家庭内部分工的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往往承担家务劳动也较多。

综上所述，由于各项活动的重要性程度不同，在个人可支配时间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鉴于不同的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在当前我国城乡劳动力的时间配置决策中，首先将市场工作分离出来是有一
定的合理性的，因此，市场工作时间一方面对于劳动力家务时间和闲暇的配置存在着挤出效应，另一
方面，市场工作的时间灵活性尤其是市场工作的报酬决定了劳动者在家庭内部分工博弈中的相对议价
能力，与市场工作时间相对刚性不同，家务时间和闲暇有着更为灵活的调节机制，通过这种家庭成员
间的相互合作与博弈，从而决定劳动力对非市场工作时间的配置选择。

作为非市场工作，家务劳动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封闭性、不计酬和特殊的流动性特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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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来说还应该包括非劳动收入，但产生非劳动收入的源泉是家庭经济资产，而这种家庭资产往往难以准确地界定其归属，

通常被视作为一种夫妻共同财产，况且大部分家庭资产本身就是市场工作的附属福利，家庭积蓄也来源于市场工资收入用于消费后
的剩余。



家庭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它们各自独立的价值结构、工作结构与报酬结构。研究劳动者对家务时间的
配置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可支配时间既定下市场工作时间和其他非市场工作时间 （闲暇）的制约，而
且需要较多地聚焦于家庭内部的分工 （Ｂｅｇｏ　ｎ～ａｖａｒｅｚ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ｉｌｅｓ，２００３；Ｐａｒｋｍａｎ，２００４；齐
良书，２００５）。考虑到问题的简化、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避免劳动力时间配置决策中诸多因素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我们在此仅通过一个实证分析，来揭示劳动力的市场工作如何通过劳动报酬来决定其在家
庭内部分工中的博弈地位，也即形成议价能力，进而影响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决策机制，以此来
说明市场工作在劳动者时间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城乡家庭的一个比较来进一步解读时间配
置的城乡差别。

二、市场工作、议价能力与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美国营养和食品研究所、中国疾病控制和

防治中心共同主持的２００９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 （ＣＨＮＳ）①，所有数据资料均从ＣＨＮＳ官方网站下
载获取，并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调查范围涵盖了中国９个省、自治区②的城镇和
农村地区，包含了城乡家庭关于时间配置及个人和家庭特征的详细信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根据本
文研究的需要，从中选取了数据集中夫妻年龄在６５岁以下的已婚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共得到３３０９个
家庭样本，但由于部分数据信息缺失的原因，男女劳动者的样本数并不完全相等。

（二）计量模型设定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计量模型设为：

ｔｉ＝β０＋β１·ＢＰ
ｉ＋β２·ｉｃ

ｉ＋β３·ｓｃ
ｉ＋β４·Ｑ＋μ　　ｉ＝ｈ，ｗ；

ｔｉ表示丈夫和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率，其中家务劳动时间是指为家庭购买食物 （如果是在上下班
途中为家庭购买食物，则不计在内）、为家人做饭、洗熨衣物和打扫房间的时间；ｉ表示性别，ｈ表示
丈夫或男性已婚劳动者，ｗ表示妻子或已婚女性劳动者；β０ 为常数项，β１ 至β４ 为各变量的待估系数。

Ｂｐｉ表示议价能力，我们以劳动者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之比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
题，模型中不再列入夫妻双方的收入变量，μ为误差项；同时，为了隔离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还设
置了以下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ｉｃｉ是代表个人特征的向量，我们以年龄、年龄平方和受教
育程度表示，以此反映劳动者个人的效用偏好以及家务劳动的生产率水平；ｓｃｉ是代表配偶个人特征的
向量，以配偶的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就业和居住状况表示，Ｑ则表示家庭特征向量及家庭
外部环境参数，我们选取了家庭共同性非劳动收入、家庭大额消费支出、家庭规模、婚姻持续期、未
成年儿童占家庭总人口比重以及城乡和地区差别作为解释变量，ｓｃｉ和Ｑ综合地代表了家庭能力、人力
资本、社会和自然状态等。

（三）初步统计结果
劳动者各项时间项目的含义同上，同时我们在统计中，家庭大额消费支出包括婚礼支出 、亲戚

间礼物赠与、教育支出和其它随礼支出；考虑到各地不同的消费物价水平，所有的支出项目均以

２００８年辽宁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为基准进行了折算，使得所有的家庭消费支出具有可比性③；将全部
家庭按户籍划分为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按所在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④，并以东部地区为
参照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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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官方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ｐｃ．ｕｎｃ．ｅｄｕ／ｃｈｉｎａ；

９个省、自治区分别为辽宁、山东、江苏、广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湖北和贵州；

下同，所有涉及货币表示的变量均按此方法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３年标准，９个省、自治区中辽宁、江苏、山东和广西属于东部地区，黑龙江、湖
南、湖北和河南属于中部地区，贵州属于西部地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丈　　夫 妻　　子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家务劳动负担率 ２９９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９９１　 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２０

议价能力 ３０４１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３１　 ３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３１

年龄 ３３０９　 ４８．４８　 ４９．００　 ９．６０　 ３３０９　 ４４．８２　 ４５．００　 １０．３７

初中比例 ３３０９　 ０．４０　 ３３０９　 ０．３６

高中比例 ３３０９　 ０．２２　 ３３０９　 ０．１７

大学以上比例 ３３０９　 ０．０６　 ３３０９　 ０．０４

家庭非劳动收入 ３３０９　 ２６１６．３１　 ９７．６５　 ７７９８．３６　 ３３０９　 ２６１６．３１　 ９７．６５　 ７７９８．３６

家庭大额消费支出 ３３０９　 ５６３１．２２　 ２３６８．６５　 １００８０．９６　 ３３０９　 ５６３１．２２　 ２３６８．６５　 １００８０．９６

配偶有工作比例 ３３０９　 ０．６０　 ３３０９　 ０．７５

城市家庭比例 ３３０９　 ０．３３　 ３３０９　 ０．３３

家庭规模（总人口） ３１０４　 ３．９６　 ４．００　 １．５８　 ３１０４　 ３．９６　 ４．００　 １．５８

　　从表１的初步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家庭中丈夫的家务劳动负担率为１４％，相应的妻子则为８６％，
表明在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但由于其中包含了较多的零记
录和缺失值，这一比例是不够准确的。如果只统计夫妻双方都有记录的样本，丈夫的家务劳动负担率
约为３０．５％，相应的妻子为６９．５％，和Ａｌｅｎｅｚｉ根据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收入动态化的面板调查 （ＰＳＩＤ）
数据所得出的比例较为接近 （丈夫为２５．３％，妻子为７４．７％）（Ａｌｅｎｅｚ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ｎ，２００４）。
相对议价能力指标Ｂｐｉ中，丈夫的均值为５７．９％，相应妻子则为４２．１％，表明丈夫的获利能力

和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均要高于妻子，从而在夫妻博弈中拥有更高的保留效用和讨价还价能力。此外，
样本家庭中丈夫的年龄均值约比妻子大３．６岁，在受教育程度上，也要略高于妻子，与此同时，有近

４０％的妻子处于无工作状态，这些有可能是造成妻子议价能力相对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计量统计方法
在我们所选取的３３０９个样本家庭中，约有１０％的女性和高达５７％的男性未对其家务时间作出有

效回答，导致了计量方程中部分数据缺失，因此存在所谓的非随机样本选择问题，如果去掉这些缺失
数据直接进行估计可能使我们的估计量出现偏误。通常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采用赫克曼样本选择模
型，也称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 （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第一阶段，我们利用所有样本的观测值估计一
个家务劳动参与率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得到影响家务劳动参与的解释变量参数和每个观测值的逆米尔斯
比率 （λ）；第二阶段，将前面所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 （λ）和其他解释变量一起对家务劳动负担率这
个被解释变量作回归，并可通过λ估计量的Ｔ统计量对是否存在样本选择问题进行检验。运用Ｈｅｃｋ－
ｍａｎ两阶段法能够有效地纠正样本选择问题，得到各解释变量的一致估计，并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伍德里奇，２００７）。同时，在第二阶段，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介于０和１之间的比例，存在归并
问题，也就是小于０和大于１的家务劳动负担率将被分别归并为０和１，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进行估计会存在偏差，因此我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Ｔｏｂｉｔ方法 （Ｔｏｂｉｎ，１９５８）。

（五）实证结果分析
计量回归的结果见表２。在家务劳动负担率的估计中，赫克曼两阶段法第二阶段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

中，逆米尔斯比率 （λ）的回归系数在１％置信水平上高度显著，因此我们不能拒绝样本选择偏误
问题。
从估计结果来看，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个人相对议价能力的提高，均能显著地降低本人

在家庭内部分工中的家务劳动负担率 （系数值分别为－０．１５１和－０．３１２，并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
这种效应在妻子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降低家务劳动负担率的幅度更大 （系数值差不多为２倍左右）。
这一结果表明，家务活动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低档品”，随着个
人议价能力的相对提高，会显著地减少这种 “低档品”供给，在家务内部分工性别不平等较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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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提高女性劳动者的市场工作机会、提高其工资性收入水平可以较为显著地提高家庭内部的分
工地位，改善其福利状况。

表２　议价能力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

变量名 丈　　夫 妻　　子

家务劳动负担率 家务劳动负担率

常数项 　　　－０．３３０ （０．４７５） 　　　０．０５１ （０．６１４）

解释变量

议价能力 　　　－０．１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６３）

个人特征

年龄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初中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高中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３）

大学以上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７）

配偶特征

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９）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初中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高中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２）

大学以上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６）

有无工作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夫妻是否同住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５） 　　　０．２９０＊＊＊ （０．０７７）

家庭特征

家庭非劳动收入①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家庭大额消费支出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家庭规模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婚姻持续期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２岁占比 　　　０．２６１ （０．３２６）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２）

３～５岁占比 　　　０．２１５ （０．３０４） 　　　０．５１５ （０．３９７）

６～１１岁占比 　　　－０．１７２ （０．２５７） 　　　０．８９５＊＊ （０．３５３）

１２～１７岁占比 　　　－０．１７４ （０．２２０） 　　　０．６９２＊＊ （０．２９３）

城市或农村家庭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６）

中部地区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１）

西部地区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５７）

λ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０） 　　　２．３７６＊＊＊ （０．６３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１９．３３８ －８６８．１１１

　　注：括号内为各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置信水平显著。

从城乡比较来看，城市男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负担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劳动力 （系数值为０．０４１，
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与此相对应的，城市女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负担率比农村女性劳动力低得多
（系数值为－０．０６８，并且达到了１％的显著性水平），相比较而言，城市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在性别分
工上比农村家庭要更为平等一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除了城市劳动力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之外 （劳
动者尤其是男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更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另一个不能忽视原因就是市
场工作的城乡差别：一方面农业生产在生产经营场所上具有独特性 （部分生产劳动可以转移到家庭进
行）、在劳动纪律和组织管理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市场工作对家务劳动的 “时间约束”程
度更小，有酬的市场工作尤其是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作为在农业生产中更具效率和优势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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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非劳动收入和家庭大额消费支出两个解释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形式。



村男性劳动力，在进行市场工作决策时通过增加市场工作时间以提高经济收入，从而压缩或减少家务
时间的决策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大多处于城市二级或次级劳
动力市场之中，相比于主要在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城镇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休假制
度更不规范、工作时间经常性被调整被延长，压缩了家务时间；另一方面，在从事市场工作获得收入
的能力上，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城市非农工作，农村家庭男女劳动力的性别收入差距也要大于城镇家
庭，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既是一种理性的家庭分工选择，但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提高
了农村男性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

三、结论与启示

第一，由于市场工作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市场工作时间具有更强的约束刚性，而且获取市场工
作报酬是家庭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经济保障，因此在劳动力的时间配置决策中，首先应当将市场工作
及其时间配置从时间项目中分离出来。
第二，市场工作影响劳动力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的配置决策，一方面在时间数量上扣减了劳动者

的可支配时间量，市场工作的劳动强度、时间长度和灵活性制约了劳动者从事家务劳动或者享受闲暇
的范围及其替代方式，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市场工作报酬通过议价能力奠定了其在家庭内部分工中的地
位，从而对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协作机制起着调节作用，随着劳动者本人相对议价能力的提高，可以显
著地降低家务劳动负担率，有着较为明显的福利效应。
第三，当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在市场工作的就业机会、职业类型和收入待遇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种城乡差别是造成城市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相对于农村家庭在性别分工上更为平等的重要原因，城
市劳动力的劳动休假制度更加规范、工作时间更有规律性，使得城市家庭更便于协调家务劳动的需求
矛盾，而农村家庭内部更高的性别收入差距则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分工上的性别不平等。
本文的一个启示是，既然市场工作对于劳动力的时间配置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提高或

者改善劳动者时间福利的政策也应该从市场工作入手，因此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城乡
劳动力福利均等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为妇女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市场工作机会、缩小男女性别工资差
距则是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更趋平等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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